
第 ４２ 卷第 ７ 期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２，Ｎｏ．７
Ａｐｒ．，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地区基金（４１９６１０２７）；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２１ＪＲ７ＲＡ２８１２１，ＪＲ７ＲＡ２７８）；甘肃省 ２０２１ 年度重点人才项目

（２０２１ＲＣＸＭ０７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５；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５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ｇｅｏ＠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２１０５１５１２７２

党雪薇，周亮，胡凤宁，袁博，唐建军．关中平原城市群扩张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７）：３０２０⁃３０３２．
Ｄａｎｇ Ｘ Ｗ， Ｚｈｏｕ Ｌ， Ｈｕ Ｆ Ｎ， Ｙｕａｎ Ｂ， Ｔａｎｇ Ｊ Ｊ．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２（７）：３０２０⁃３０３２．

关中平原城市群扩张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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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扩张与生态空间保护的矛盾是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关中平原城市群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态和资源胁迫。 但相关研究主要对研究区整体的生态环境变化进

行测度，少有研究分析城市群发展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且忽略了城市群中土地变化最剧烈，生态受胁迫最严重的城市边

缘区。 因此，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指数、估算城市扩张间接影响的生态用地面积等方法，研究从城

市群、重点城市和主要城市边缘区 ３ 个尺度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城镇扩张对生态用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结果表明：（１）关中平

原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以半生态用地（耕地）为主，面积占比超过 ４０％。 而城市边缘区主要以半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为主。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比例由 ３．６７％增长至 ５．９３％，耕地面积共计减少 ３０３２．１１ ｋｍ２，自然生态用地的面积增加

６２８．０３ ｋｍ２。 受耕地占补、退耕还林等多重政策的影响，半生态用地和自然生态用地的变化呈现为“拉锯式”发展特征。 （２）城
市扩张对半生态用地的直接影响大于对自然生态用地的直接影响，各尺度土地利用转移变化大同小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

源均为耕地，其中城市边缘区的耕地受城镇扩张的挤占最为突出。 （３）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且
不同城市建设用地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因耕地补偿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实施“一刀切”的
耕地补偿政策实际上并不合理，应当因地制宜，考虑地区土地资源条件，适当调整发展和约束政策，更有利于城市群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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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地”矛盾形成与激化的空间投影。 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展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景观生态条件［１—２］，也导致耕地流失、生境破

坏、水资源紧缺、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土地生态问题的加剧［３—７］，对地球生物圈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８］。 城市形

态高度一体化、人口高度集中、土地资源集约的城市群区域将会率先面临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受到更加显著的

资源约束与生态环境胁迫［９］。 因此，理解城市群扩张与生态保护之间交互胁迫、相互促进的复杂影响，协调

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是构建与生态环境格局相匹配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格局的重要

基础［１０］，对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城市扩张通常以牺牲自然和半自然土地为代价［１１］，在不同尺度上造成了自然栖息地和耕地的显著减

少［１２—１３］，对生态用地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直接影响是指建设用地扩张直接作用于生态用地产生的影响。
已有的大量研究集中关注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面积、生态服务与功能［１４—１５］、生态质量［１６］、生态足迹［１７］、碳循

环［１８］、生态景观连通性和破碎化［１９］以及生态安全格局［２０—２１］ 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间接影响指在耕地保护的

背景下，由于城镇发展占用耕地，为保障粮食安全，新开垦的耕地挤占自然生态用地造成的影响［４］。 目前仅

有的估算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间接影响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计算耕地

占用林地、草地等自然生态用地的面积［２２—２３］。 该方法简单直观，但是没有考虑城市扩张占用的耕地与补偿的

耕地之间的生产力差异。 另一类方法是基于建设用地占用导致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估算受影响的自然生态用

地面积［４，２４］。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的的间接影响高于直接影响［２５—２６］。 但有

关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分析仍然不足。 此外，鲜有研究从多尺度分析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的直接

和间接影响，且研究尺度大多局限在城市群、省、市等行政单元中，对城市化过程中最敏感，变化最大、最迅速，
景观结构最不稳定的城市边缘区考虑较少。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黄河流域中游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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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群，将面临更大的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挑战［２７］，其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 尤其是在

城市群内部以低密度、分散式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城市边缘区，生态用地所受的胁迫影响更为严峻［２８］。 而目前

与关中平原城市群相关的研究仍较为单一地从生态安全［２９］、生态服务价值［３０］ 等角度分析和测度生态环境的

变化，少有研究分析城市群发展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 因此，在耕地保护、生态保育和城镇发展三类政策

的牵引下，从城市群、地级市以及城市边缘区 ３ 个尺度揭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量化城镇扩

张对各类生态用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掌握城市群发展对生态影响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对强化区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优化生态安全格局，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包容、绿色、弹性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

１　 研究区与数据

１．１　 研究区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面向中东部地区的重要门户。 区域范围涉及陕西、
甘肃和山西三省 １１ 个地级市（图 １），面积达 １．０７×１０５ ｋｍ２，２０１８ 年末常住人口为 ３９４８．５３ 万。 城市群南接秦

岭，北抵黄土高原，是黄河流域中游核心区，也是“人⁃地”矛盾突出的典型西部城市群。 人类活动对生态用地

的扰动相对剧烈，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地形地貌加剧了地区生态

环境的脆弱性，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使城市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

规划》已将确保城市群生态安全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因此，该地

区的生态研究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 １　 研究区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源

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ＤＥ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等自然环境和生态数据以及土地利用、夜间灯光、统
计数据等社会经济数据，具体数据来源如表 １ 所示。 由于 ＤＭＳＰ ／ ＯＬＳ 数据（１９９２—２０１３ 年）与 ＮＰＰ ／ ＶＩＩＲＳ 数

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难以应用于长时间序列的研究。 因此，本文采用 Ｌｉ 等［３１］ 基于

上述两种灯光数据，通过校准后发布的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具有一致性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划分城市边缘区。 土

２２０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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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数据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一级分类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六类。
此外，本文参考殷嘉迪等对生态空间的界定［３２］，将林地、草地、水域与未利用土地划分为生态用地（自然生态

用地），耕地为半生态用地。

表 １　 数据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名称
Ｎａｍｅ

数据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Ｒａｄ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ＴＭ） ３０ ｍ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ＤＩＳ 数据集（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ｄａａｃ．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ｍｏｄ１７ａ３ｈｇｆｖ００６ ／ ） ５００ ｍ

夜间灯光 Ｎ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全球夜间灯光数据集（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６０８４ ／ ｍ９．
ｆｉｇｓｈａｒｅ．９８２８８２７．ｖ２） ３０ 弧秒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１００ ｍ

统计数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ＤＥ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景观指数

景观指数是量化景观格局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本文在类型水平上选择斑块密度、边缘密度、平均斑块面

积和面积加权形状指数 ４ 个表示破碎化的指数，以及斑块结合度、散布并列指数和聚合度指数 ３ 个表示连通

性的指数。 各类指数的具体含义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景观指数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指数 Ｉｎｄｅｘ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具体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Ｄ ＝ Ｎ ／ Ａ Ｎ 为某类用地的斑块数量， Ａ 为景观总

面积。
边缘密度
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Ｄ ＝ Ｅ ／ Ａ Ｅ 为某类用地的边缘总长度，Ａ 为某类用

地的总面积。
平均斑块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ＭＰＳ ＝ Ａ ／ Ｎ Ａ 为某类用地的总面积，Ｎ 为某类用地的

斑块数量。
面积加权形状指数
Ａｒｅ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ＷＭＳＩ ＝ ∑ｎ

ｉ ＝ １ ０．２５Ｐｉ ／ ａｉ( ) ａｉ ／ Ａ( )
Ｐｉ为斑块周长， ａｉ 为斑块面积， Ａ 为总

面积。

斑块结合度 Ｐａｔｃｈ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１ －
∑ｎ

ｊ ＝ １
Ｐ∗

ｉｊ

∑ｎ

ｊ ＝ １
Ｐ∗

ｉｊ
　 ａ∗

ｉｊ

æ

è
çç

ö

ø
÷÷ ／ １ － １

Ｚ( ) × １００
Ｐｉ ｊ和 ａｉ分别为类型 ｉ 斑块 ｊ 的周长和面

积，用栅格数量表示，Ｚ 为景观中的栅格
总数。

散布并列指数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ＪＩ ＝ － ∑ｍ

ｋ ＝ １

ｅｉｋ

∑ｍ

ｋ ＝ １
ｅｉｋ

× ｌｎ
ｅｉｋ

∑ｍ

ｋ ＝ １
ｅｉｋ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００ ／ ｌｎ ｍ － １( )

ｅｉｋ指斑块类型 ｉ 和 ｋ 之间的景观边缘总长

度，ｍ 指景观中存在的斑块类型的数量。

聚合度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Ｉ ＝ ｇｉｉ ／ ｍａｘ ｇｉｉ( )[ ] × １００
ｇｉｉ指 ｉ 类型像素之间邻接的个数， ｍａｘ
（ｇｉｉ）指 ｇｉｉ的最大值

２．２　 耕地补偿面积测算

耕地补偿是按照补偿城镇扩张引起的作物产量损失所需的耕地面积进行估算，依据补偿区域的范围分为

两类：一是本地补偿，即某城市耕地补偿的来源仅限于该地区，补偿依据是该区域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出现的所

有新增耕地的平均生产力。 二是异地补偿，即某城市耕地补偿的来源可来自城市群的其他城市，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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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城市群所有新增耕地的平均生产力。 由于难以将粮食产量直接映射到地理空间上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代替粮食产量进行计算。 为验证 ＮＰＰ 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本文对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所有县（区）的粮食产量以及 ＮＰＰ 总值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在 α＝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

下，ＮＰＰ 总量与粮食产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性系数达 ０．６４８。 因此，利用 ＮＰＰ 总量代表研究区的耕地

产量具有可靠性。
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间接影响的测算包括以下三步：首先，计算城镇扩张占用耕地造成的总损失量，

其计算公式如下［２４］：

ＮＰＰ ｌｏｓｓ ＝ ∑ ｕｒｂａｎｔ２
ｉ － ｕｒｂａｎｔ１

ｉ( ) ×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ｔ１
ｉ × ＮＰＰ ｔ１

ｉ[ ] （１）

式中，ＮＰＰ ｌｏｓｓ指 ｔ１至 ｔ２时间段内被城镇用地占用的耕地的 ＮＰＰ 总量，ｕｒｂａｎｔ２
ｉ 与 ｕｒｂａｎｔ１

ｉ 分别指像元 ｉ 在 ｔ２时间

和 ｔ１时间的值，若该像元为城镇用地，则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ｔ１
ｉ 指像元 ｉ 在 ｔ１时间的值，若该像元为耕

地，则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ＮＰＰ ｔ１
ｉ 表示像元 ｉ 在 ｔ１时间的的 ＮＰＰ 值。 然后，通过计算由城镇扩张引起的耕地总损

失量与新增耕地平均产量的商，量化补偿这些生产损失所需的耕地面积。 最后，依据林地、草地、水域以及未

利用土地对新增耕地的贡献，计算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
２．３　 城市边缘区划分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空间扩展和蔓延的前沿阵地，其土地利用变化更加复杂，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突出［３３］。
基于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突变性特征，考虑到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等介于城市核心区和乡村之

间，因此本文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划分边缘区的基础数据，以西安市中心为原点，以 ０．５°的方向间隔划出

７２０ 条断面线并将其与灯光亮度等值线相交，提取原点到边缘经过的每条等值线的值，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Ｍ⁃
Ｋ）算法进行突变检测。 然后，依据突变点确定相应的等值线，并根据等值线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筛选内边界

和外边界。 由于缺少 １９９０ 年的夜间灯光数据，因此研究采用 １９９２ 年作为替代。 鉴于城市边缘区的时间性原

则和瞬时性特点，不同时段的城市边缘区的范围不同，无法进行多时相土地利用变化的对比，因此本文选择

１９９２ 年城市边缘区的内边界，２０１８ 年城市边缘区的外边界所包含的区域作为分析边缘区尺度的范围，并统计

其面积进行排序，筛选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 ４ 个主要城市边缘区：西－咸－渭边缘区、临汾市边缘区、宝鸡市边

缘区与运城市边缘区（图 ２）。

３　 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的直接影响

３．１　 城市群尺度

关中平原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面积占比超过 ４０％。 建设用地被耕地所包围，面积占比不足

６％。 草地和林地分布在北部和南部地势相对较高的区域，面积占比在 ２０％—３０％之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建设

用地面积比例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图 ３），由 ３．６７％增长至 ５．９３％，且 ２０１０ 年后增长速度加快。 半生态用地

（耕地）主要呈现为减少的趋势，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９８１７．７４ ｋｍ２减少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６７８５．６３ ｋｍ２，共计减少 ３０３２．１１
ｋｍ２。 ２０１０ 年之前，半生态用地和自然生态用地的变化完全相反，自然生态用地的面积比例呈现为“增长⁃减
小⁃增长”的趋势，而半自然生态用地呈现为“减小⁃增长⁃减小”的趋势。 不同时期关中平原城市群土地利用转

移方向基本相似，最主要的转移方向为半生态用地转建设用地以及半生态用地与自然生态用地之间的相互转

移。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８９．８２％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耕地，而草地、林地和水域分别贡献了 ５．５９％、２．９６％和１．４５％
的土地。 耕地主要转变为草地（９． ９８％）和建设用地（６． １１％），而草地主要转变为耕地（１５． ３５％）和林地

（ｇ７．２％），仅有 ０．６６％的草地转移为建设用地。 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对半生态用地的影响远大于对

自然生态用地的影响。 且自然生态用地与半生态用地的转移变化主要受耕地占补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的双重影响。 由于 ２００３ 年之前更注重耕地的数量补偿，因此耕地面积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间上升。 尽管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耕地政策进一步发展，提出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注重数量和质量相结合，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保

护政策也提出将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耕地停止耕种，恢复植被。 因此耕地与自然生态用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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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与城市边缘区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１８

　 图 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用地、半生态用地与自

然生态用地面积比例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ｓｅｍｉ⁃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８

间的转移变化较为明显。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指数变化

（图 ４）表明，建设用地斑块平均规模逐渐增大的同时，
形状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但破碎程度并未增大，且聚集

程度明显增强。 耕地的平均斑块面积（ＭＰＳ）由 １９９０ 年

的 ３３４． ５ ｍ２ 减少至 ３３２． ４ ｍ２， 面积加权形状指数

（ＡＷＭＳＩ）由 １１５．７５ 减少至 １０５．１９，散布并列指数（ＩＪＩ）
逐渐增大，聚合度指数（ＡＩ）逐渐减小。 表明单位面积

的耕地斑块数量减少，形状复杂度减小，聚集程度和整

体连通性下降。 林地的聚合度最高，表明林地斑块的聚

集程度最强，除面积加权形状指数（ＡＷＭＳＩ）在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间有所上升以外，其他景观指数变化极小。 因

此城市群林地斑块的连通性和破碎性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 草地的景观指数变化与林地类似，但草地的散布并

列指数与聚合度明显增长，表明草地斑块的聚集程度增

强，连通性提升。
３．２　 城市尺度

尽管城市群内部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

在差异，但所有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且自然生态用地面积占比的变化差异明显，
半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变化几乎与自然生态用地面积变化相反（图 ５）。 不同城市土地利用转移方向大同小异，
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均为耕地，耕地流失的方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转移为建设用地，另一类是转移为

林地和草地。 具体来看，西安建设用地面积占比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７．３７％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３．５３％，增长幅度幅最

大，其次是庆阳市（４．６７％）。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运城市和临汾市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年均增长量分

别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９ 倍和 １４． ５６ 倍，表明 ２０１５ 年后运城和临汾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开始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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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关中平原城市群景观指数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大部分城市耕地面积减少。 西安、运城、咸阳、渭南等城市耕地流失的主要方

向是转为建设用地，其中西安市耕地转建设用地的面积比例最大，占 １９９０ 年耕地面积的 １６．２６％。 而临汾市

耕地面积占比少量增长，尽管 ６．５３％的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但大量的草地和少部分林地对耕地面积进行了

补偿。 铜川、宝鸡、商洛、天水、平凉、庆阳等市耕地转移的主要方向为草地。 耕地转移为建设用地的同时，林
地和草地也对耕地面积进行了补偿，所有城市草地对新增耕地的贡献均高于林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临汾、运城

和西安市自然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减少，商洛、渭南和宝鸡市自然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几乎不变，而其他城市均呈

现为增长，且除西安市以外，其他所有城市中草地对建设用地的贡献均高于林地。
耕地的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分析可知，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临汾、宝鸡、运城与天水等城市耕地斑块密度（ＰＤ）下

降，平均斑块面积显著增加，边缘密度（ＥＤ）减少，且聚合度指数明显上升。 西安、咸阳、平凉等城市的耕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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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均斑块面积、斑块结合度和聚合度表现为显著减小的趋势，即耕地破碎度上升，连通性下降。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

林地的景观指数变化表明，平凉市的林地斑块破碎度上升，连通性下降。 临汾、咸阳、运城和西安市林地斑块

的聚集程度上升，连通性增强。 而草地的景观指数变化与林地差异较大，平凉市草地斑块面积增长最大，聚集

度上升，连通性逐渐增强。 临汾市草地景观指数的变化与林地几乎完全相反，与铜川市的草地景观变化相似，
都呈现出斑块逐渐破碎，连通性逐渐降低的特点。 总而言之，不同地区建设用地对生态用地的影响具有差异，
不同类型的生态用地的破碎度和连通性变化差异较大，在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发展的前提下，难以做到保障所

有生态用地景观的连通性，因此各地应明确当地的重要生态用地类型，并加强对该类用地的保护与修复。
３．３　 核心城市边缘区尺度

城市群核心城市边缘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和建设用地。 ２０１８ 年，西⁃咸⁃渭边缘区、宝鸡市边缘

区、临汾市边缘区耕地面积占比均高于建设用地。 而运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最高，达 ６０．９３％，其次

是耕地（３４．７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图 ６）表明，运城市边缘区和西⁃咸⁃渭边缘区土

地利用变化更为显著，耕地面积占比显著减少，建设用地面积比例明显增加，而自然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减少。 宝鸡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运城市边缘区相似，但变化程度明显较低。 与其他边缘区

相比，临汾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最小，仅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间出现明显变化，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增加 ６．６％，
而耕地面积减少了 ４．９％，草地面积占比减少 １．３９％。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 ４ 个核心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转移（图 ７）表明，新增建设用地的最大来源均为半自然生态

用地，即耕地。 其中运城市边缘区耕地对建设用地的贡献率最高，达 ６３． ８１％。 其次是西⁃咸⁃渭边缘区

（５９．２７％），临汾市和宝鸡市耕地对建设用地的贡献率相近，在 ４７％—５０％之间。 宝鸡市边缘区损失的耕地面

积主要转为建设用地，而损失的自然生态用地主要转变为耕地，少量转变为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临汾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转移变化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是未利用土地，８９．８４％转为建设用地，９．３８％转为耕地。
草地和林地的转移变化也比较剧烈，损失的林地主要转变为耕地（２８． ７１％）、建设用地（１７． ４６％）和草地

（５．９８％）。 损失的草地主要转变为耕地和建设用地。 综上所述，由于城市边缘区往往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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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地利用类型，因此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均为耕地，除运城市边缘区以外，其他边缘区耕地的损失均主

要由草地进行补偿，林地对耕地的贡献较少。 另外，城市边缘区耕地撂荒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其原因可能为城

市发展吸引了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农民迁入，导致边缘区耕地缺乏劳动力耕种。

图 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城市边缘区耕地的散布并列指数、斑块结合度和聚合度都呈现为减少的趋势，表明城市边缘区耕地的破

碎度增加，连通性下降，而且比对应的城市的耕地变化更加剧烈。 值得注意的是，临汾市边缘区耕地的平均斑

块面积增加。 不同城市边缘区林地和草地景观指数的变化有所差异。 临汾市边缘区的林地和草地都呈现出

连通性降低的趋势，但边缘区林地连通性下降的程度低于临汾市林地整体的变化。 宝鸡市边缘区的草地连通

性上升，林地的连通性下降。 西⁃咸⁃渭边缘区和运城边缘区林地和草地的连通性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且下降程度比对应城市强。 综上所述，城市边缘区景观格局变化的统一特征是耕地逐渐破碎，连通性下降，且
变化幅度高于对应的城市。 建设用地斑块聚集程度增强，导致整个景观的连通性增强。 因此，边缘区城镇扩

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主要是造成了半生态用地在空间上的破碎化。

４　 城市扩张对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

４．１　 城市群尺度

耕地占补政策发布实施后，为保障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部分自然生态用地被

逐步开垦成为耕地，本文对需要通过自然生态用地补偿耕地损失的面积进行估算，分析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

用地的间接影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关中平原城市群需要补偿的耕地面积逐渐增加，且耕地补偿的主要来源为

草地，其次为林地。 具体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需要补偿的耕地面积为 ２６６．９７ ｋｍ２，其中 ８８．６１％来源于草地，面
积达 ２３６．５６ ｋｍ２，其次来源于林地。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需要补偿的耕地面积为 ５１１．１１ ｋｍ２，其中 ４１６．８ ｋｍ２来源于

草地，７２．２９ ｋｍ２来源于林地，林地的贡献率上升。 发展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需要补偿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增加至

７３７．１３ ｋｍ２，尽管利用草地补偿耕地的面积仍在增加，但草地的贡献率减少，由上一时期的 ８１．４１％减少至

６７．８５％，然而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该贡献率又上升至 ７６．８７％。 由此可知，需要补偿耕地的面积的不断增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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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转移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８

方面表明城市扩张对耕地的压迫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耕地保护对自然生态用地的压力逐渐增大。 因

此，如何权衡城市扩张、耕地保护与生态安全将是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４．２　 城市尺度

由于耕地占补需要在完整的行政单元内进行，因此本文剔除了运城、临汾、商洛、平凉和庆阳市。 城市本

地补偿假设下，除天水市以外，其他城市需要补偿耕地的面积都随时间推移呈增长的趋势（图 ８）。 其中，渭南

市、西安市和咸阳市需要补偿耕地的面积较高，即建设用地扩张对自然生态的间接影响较大，其原因在于，这
３ 个城市位于关中平原中心，地势平坦，耕地面积占比较高。 且西⁃咸⁃渭边缘区的土地利用转移情况也表明，
这一地区耕地受建设用地挤压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需要更多的自然生态用地对损失的耕地面积进行补偿。
从时间变化来看，除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水域补偿耕地面积的比例较高以外，其他时期补偿耕地的来源主要是草

地。 天水市补偿耕地的面积变化较为特殊，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突然减少，其主要原因为该时期耕地转移变化的

比例极少，仅 ０．０１％的耕地转移为建设用地。 城市群中需要补偿耕地的面积最低的城市是铜川市，表明该城

市建设用地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较低，其原因在于铜川市耕地损失的主要流向为草地和林地，少数耕

地转移为建设用地。
异地补偿假设下各城市补偿耕地面积的变化与本地补偿假设相似。 在城市群异地补偿假设下，咸阳、渭

南、天水和铜川市补偿耕地的面积低于本地补偿假设，表明异地补偿机制下，这些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自然生

态用地的影响较小。 而异地补偿假设下，宝鸡市的耕地补偿面积始终高于本地补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西安市

异地补偿机制下需要补偿给耕地的面积低于本地补偿假设，表明该情景下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

９２０３　 ７ 期 　 　 　 党雪薇　 等：关中平原城市群扩张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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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 但发展至后期，异地补偿假设下的补偿面积高于本地补偿假设，表明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影

响随着不同的时期的城市发展产生差异。 不同的耕地补偿机制下，不同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

间接影响差异明显。 因此，耕地补偿政策应当结合区域实际土地资源和土壤条件，因地制宜进行调整，结合城

市群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在农产品主产区实行本地耕地补偿，在重点生态功能

区实施异地耕地补偿政策，实现区域的粮食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图 ８　 不同耕地补偿假设下需要补偿耕地的面积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５　 结论与讨论

关中平原城市群对西北地区发展起核心引领作用，但也面临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约束加剧、城市发展不均

衡的突出问题。 本文围绕“城市群扩张的多尺度生态影响”问题，以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
合生态、地形、社会经济等综合数据，对城市群、城市和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进行总结，挖掘不同尺

度城镇扩张对不同生态用地类型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变化具有明显的尺度差异，但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来源均为半生态用地（耕

地），半生态用地和自然生态用地的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受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影

响，城市群整体耕地面积出现短暂上升，部分城市耕地变化与城市群相似。 然而，２０００ 年后，受退耕还林、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文明等政策和概念的影响，林地、草地等自然生态用地与耕地呈现为“拉锯式”发展。 但整

体来看，建设用地扩张对半生态用地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城市边缘区的半生态用地受城镇扩张的挤占最为

突出。
（２）城市群与各城市的土地利用转移变化大同小异，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

０３０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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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均为耕地，城市边缘区是耕地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在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斑块

聚集程度增强的背景下，自然生态用地斑块的聚集程度也增强，但耕地斑块的聚集程度和连通性下降。 与对

应的城市相比，城市边缘区耕地破碎度更高，连通性更差，受城镇扩张影响更显著。
（３）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耕地补偿的主要来源为草地，其次为林

地。 不同耕地补偿机制下，建设用地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应当结合实际土地资

源和土壤条件，因地制宜进行政策调整，在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实现区域的粮食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本文解析了关中平原城市群城镇扩张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特征，但城镇扩张对生态用地的直接影响

仅停留在面积和景观格局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生境质量等的影响尚不清楚。 此外，城镇扩张对自然生态用

地的间接影响是通过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进行测算。 由于 ＮＰＰ 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土地利用数据

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 ｍ，分辨率差异将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后续研究中，将结合 ＮＤＶＩ 等相关植被指

数采用更加精准的降尺度方法提升数据精度，或直接制备更加精细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数据，结合深度学习

模型直接估算区域粮食产量，进而提高间接影响的测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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